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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上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流失英国、法国、俄国等的古藏文文献，总量将近一万件。这些材料大多是吐蕃时期的历史、

社会、宗教文献，极其珍贵。本文揭示了这些藏文文献的获取与收藏、分布及研究整理等，阐述了这些流失海外珍贵藏文文献的

多元文化内涵和史学价值及现实意义，提出了法藏、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出版规划。搜寻、整理、研究这些文献，对于

研究唐代的西藏历史文化和汉藏民族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意义；对于保护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增进国家认同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实现流失海外民族文献的出版回归、改变中国学术界资料匮乏研究落后局面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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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ultural Implications and Histor ical Value
of Tibetan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and

the Western Region Lost Overseas

SHU Xiho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Beifang Ethnic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Abstract：In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about 10,000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Library Cave in
Dunhuang were lost to Britain, France, 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Most of these documents, which are extremely
valuable, recorded Tibetan history, society, and relig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llection, distribution,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se documents for the first time; explains their multicultural implications and historical value; and
proposes a plan for their publication. To find, collate, and study these documents is highly significant for studying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Han people and Tibetan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 It’s also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tect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ing
national identity. Meanwhile, it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ublication and return of these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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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当整个中国的目光都汇聚在八国联军
入侵北京皇城的时候，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藏经洞

已经悄然开启，数万件珍贵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结

束了千年沉睡，重新启动了历史悠远的回忆。此后，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Si r Aur el St ei n）于 1907年首
先攫取了藏经洞的资料，然后是 1908年法国的伯
希和（Paul Pel l i ot）、1911年日本的吉川小一郎、
1914年俄国的奥登堡等等，他们在获取了大量汉文
文献、绘画、雕塑的同时，也夺走了大量珍贵的藏文
文献。在此前后，英国斯坦因、俄国奥登堡、马洛夫
等，还在新疆（古代西域）的古代遗址发掘、采集了
其他一些古藏文简牍、写本资料。
自敦煌、新疆流散的古藏文文献，在英国，首先

是分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最终并

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和东方事务部；法国藏品

一直保管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俄国部分藏于今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即原俄罗斯科学院

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前身为“亚洲艺术博物
馆”）；日本所藏则较少和分散。中国的敦煌古藏文
文献流散、收藏情况，基本和敦煌汉文文献的命运
相似，现集中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甘肃各地。

一 获取和收藏情况

以敦煌藏经洞所藏为主体以及新疆、甘肃等地
的古藏文文献的获取、收藏情况大体如下。
（一）流失国外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约 8413
号）

1.英国国家图书馆（约 3500 号）
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藏文文献，主要出

自敦煌藏经洞和新疆米兰、麻扎塔格三处，是最具
研究价值的藏品之一。
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的充满戏剧性的“取经”
故事，叙说了他从王道士手中购得大量古代文献文

物包括藏文文献的过程。在述及藏文文献时，他写
道：

逾 30捆用不同文字书写的贝叶经相
互混杂，难以辨认。”[ 1]①

为了得到尽可能多样的品种，最终他将一些挑

选好的不同文种的文献绑扎在一起，运回伦敦。经
稽核，斯坦因携归的这些残卷中有数量极多的《般
若波罗蜜多经》抄本。斯坦因未能避免大量的重复，
他带回的 30捆卷子中有很多件都重复了《大乘无
量寿宗要经》的篇章[ 1] 919。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的考古报告《古代和

阗》七个附录中有两个是涉及藏文文献的：《安得悦
所出藏文手稿及陶器》（大英博物馆 L. D.巴尼特，拉
迪克摩拉维亚教团 A. H.弗兰克牧师编辑）、《和阗藏
文资料选辑》（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员 F. W. 托马斯翻
译、注释）。
第二次中亚探险（1906 年 5 月至 1908 年 11

月）在“米兰出土了‘一堆藏文文书，它们是从守卫
着玄奘和马可波罗都走过的去沙州路上的古堡垒

里出土的’”[ 2]。“挖掘一开始，就突然出现了大量写
有吐蕃文字的纸片和木片”。“从那里发现了四十多
件文书，而当第二天清理完一组小壁橱时，这个数

目就上升到了 136件”。“除因种种原因难以辨认的
之外，这种文书的总数达到千余件”[ 1] 276。关于这些
材料是这样描述的：

大多数吐蕃文书由条形窄木片做成，

长度 6—8英寸，宽近 2英寸。完整时，通
常在左端有一长方形印穴，如此清楚证明

其内容的世俗性。这种性质的文书似乎在
纸文书中也占优势。纸文书大多是以小而
脆的纸片写成，它们使我回忆起在丹丹乌

里克的类似发现。有些薄纸片发现时仍被
整洁地折叠着，好像准备发送，而且盖有

红色的印戳。但在这类信件等的附近，也
发现了长方形树叶，在有规则的控制线之

间，整齐地写着经文。很容易认出其中具
有宗教内容的婆提片段，因为手迹、形状

① 斯坦因在中亚其他地区，如在米兰遗址和麻扎塔格古戍

堡遗址挖掘出很多藏文写本，已由武内绍人（Tsuguhi t o

Takeuchi）整理编目，见其所著《大英图书馆斯坦因藏品中新疆

出土 古 藏 文 写 本 （Ol d Ti bet an Manuscr i pt s f r om Eas t

Tur kes t an i n t he St ei n Col l ect i on of t he Br i t i sh

Li br ar y）》，3卷，伦敦大英图书馆，1997—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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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材，与我 1901年从安迪尔唐堡中发
现的甘珠尔（Kanj ur）残片十分相似。[ 1] 213

而在后期的整理中，“1910年，（弗兰克博士和
托马斯）对这些文书的一部分开始注解工作”，“……
没有对米兰文书和麻扎塔格文书加以区分。但这个
状况不比初见时的状况更重要，因为两种情况中，

提供文书的两个废堡，能够得到独立的考古证据证

明是属于相同的时期，并且作相似的目的，即吐蕃

边界哨所。弗兰克博士所采用的这个共同处理的方
式，最好地证明了不管是在语言，还是在内容方面，

两个遗址的文书没有明显的差别”[ 1] 279。实际上，斯
坦因这样解释言不由衷，在掩饰朋友工作的缺陷同

时，斯坦因说道：“两个戍守穿行于沙漠的路线的古
堡，被道路相隔约 700多英里，如此地遥远，它蕴含
着丰富的历史意义。”[ 1] 738“以后我必须将这些文书
集中，以审验是否具有文物或地形学等方面的价

值”[ 1] 737。仍然强调了文献和地点的关系，流露了对
没有区分文书不同出土地点的惋惜。

1914年，斯坦因邀请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
（Loui s de l a Val l ee Pouss i n1869—1937） 为敦
煌藏文写卷编目。普散生前编好了 765号藏文佛典
的目录，但迟到 1962 年，他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托马斯（W. Thomas）在 1903—1927年间任英国印度
事务部图书馆馆长，从 1927年开始连年在《英国皇
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古藏文文书研究的长篇
文章。到 1963年共出版了 4卷，包括 600件古藏文
文书和四百余支古藏文木简。托马斯和法国巴考、
杜散合作，编纂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翟理
斯合编《藏汉语句》以及象雄语和其他古文字的研
究等。
在山口瑞凤的指导下，东洋文库编写了一个斯

坦因收集品里的敦煌藏文写卷目录。该目录在 1977
年和 1988年之间出版了 12册。编目团队有系统地
进行，记录每一条的标题、开头和结尾，把所有材料
编目。他们把那些未被普散编目的写卷确定了新的
编号。

1998年，武内绍人出版了斯坦因第二次探险所
得藏文写卷目录，主要是来自米兰和麻札塔格的。

2005年，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公布了 JacobDal -
t on 和 SamvanSchai k 编写的描写斯坦因收集品里
藏文部分的密教写卷的目录，并在 2006年增订印
刷出版。

对于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编目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目前仍在继续进行。
2.法国国家图书馆（约 4450 号）
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主要是伯希和 1908年
从敦煌藏经洞获取的，其中汉文文献约 4038号，藏
文文献 4450号①，还有粟特、龟兹、回鹘、西夏文文
献等。文献来源一部分是来自藏经洞，为 8—10世
纪写本；另一部分来自敦煌北区石窟，约为 11—13
世纪写本。
伯希和获得这批藏文佛经的时候，曾为之欢呼

雀跃。伯希和说道：
藏文卷子在藏经洞中出现得比婆罗

米文或回鹘文卷子要多得多……很明显，
拥有一套比我们所知道的欧洲拥有的全

部《甘珠尔》更要古老很多的该经书，无论
如何也是很有意义的。……千佛洞的《甘
珠尔》最晚也是 10世纪的，而且更可能是
9世纪。因此，它与非常古老的写本一样，
并同时向我们提供了为译经断代的下限

时间。其他部分是由独立的文献组成的，
写在粘贴在一起并卷起来的长卷子上，或

者是真正的卷子；也有的是用很厚的和不

带光亮的纸制成的宽贝叶经式的纸页上，

这是常用的吐蕃方式，但却被卷了起来以

捆成札。所有这一切都发出了一种古老香
料的香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里只收藏

有严格的宗教文献。然而，那些单独的写
本、独立的短文，它们提供了获得更多的
具有新鲜内容的文献机会。它们更应该是
一些个人的札记、带断代的题跋，而不是
《甘珠尔》那样严肃的和一次性形成的文
集。[ 3]②

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216＋57＋
120 号）
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藏藏文文

① 按照拉露女士（M. Lal ou）《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藏

文 写 本 目 录》I nvent ai r e des manuscr i t s t i bét ai ns de

Touen- houang conser vés à l a Bi bl i ot hèque Nat i onal e

( Fonds Pel l i ot Ti bét ai n)，为 2216个编号；王尧主编，陈践、

褚俊杰、王维强、熊文彬参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

族出版社，1999年），在《拉露目录》基础上重新调查了原卷和胶

卷，著录编号 4450个，含 3375个胶卷号。

② 伯希和《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中文译本见[ 3]。

119· ·



献，根据亚历山大·卓林（Al exanderV. Zor i n）的调
查，到 1975 年为止，总量达到 20500 件，其中大多
数来自西伯利亚、蒙古、北京、拉萨、安多地区[ 4]。
敦煌藏文文献则是奥登堡考察队收集的。1991
年出版萨维斯基（LevS. Savi t sky）编著的《苏联科
学院东方研究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

Tunhuang Ti bet anmanuscr i pt s i n Col l ect i on of
t he Leni ngr ad I ns t i t ut eof Or i ent al St udi es》
①，包括 214件写本。其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0
件；中亚竖体婆罗迷文字音表 1件、不知名佛经 1
件[ 5]。《大乘无量寿宗要经》202件，是作为供养的大
量重复的抄本，是敦煌僧人法成的重要译作，对于

研究吐蕃时期汉、藏佛教的双向交流有着重要的意
义。其中保留了不少题记，包括 97个抄经人和 62
个校对者的名单。“不仅证明了当时这种佛经制作
业的繁荣，而且也暗示当时很可能有一个庞大的职

业团体。他们的名字对于研究中亚敦煌文化史的学
者，特别是对于写经史有兴趣的研究者是会有所启

发的”[ 6]。
亚历山大·卓林写道：
奥登堡将他所搜集的 4—11 世纪敦
煌文献交给了俄罗斯科学院，但是其藏文

部分却被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罗特

阔夫( N. N. Kr ot kov)送往圣彼得堡。这部
分藏品不多，有 216 卷，其中一卷属于
12—13世纪的作品，另外两卷是笔者于
2008年在馆藏未整理的藏品中发现的。敦
煌藏文文献多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复
本。

1914年 6月 15日，学者马洛夫购买
了 57件小木简，上有藏文题字。这些木简
出自罗布泊附近的米兰藏人边塞（Ti -
bet anf or t），今天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境内，但是 7—9世纪时属西藏西北边界。
木简的内容是军事和行政报告。就笔者所
知，除了东方写本部以外，出自米兰的木

简只有在英国斯坦因收集品中。
东方写本部藏文藏品最后一个构成

是来自科兹洛夫从黑水城购买的藏文写

本和木版印本，是所有藏文藏品中最重要

的部分，约 120件，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它
们在考据学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4] 36-37

4.日本龙谷大学（70 号）
龙谷大学（RyukokuUni ver s i t y）图书馆编号

6001—6070，其中“主要是藏文文书、佛典、八思巴
字文书及藏文字母拼写的梵文佛典”。“已发表《大
谷探险队搜集藏语文书之研究》报告两篇，由武内
绍人和上山大峻执笔，分别转写世俗文书和佛教文

献”[ 5] 160，163。
（二）留存国内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9821
号）

1.中国国家图书馆（6378 号）
据该馆“国际敦煌项目 I DP”网站公布，拥有藏
文文献 6378号，其中已经数字化的 1142号。对于
其来源和内容则缺少进一步的介绍②。黄维忠介绍：

据《国家图书馆藏文敦煌遗书目录》，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单独编号的

共计 291 件（卷），另有 29 件（卷）背面有
藏文文献。单独编号的 291件藏文文献由
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大谷收集品’，计
209件，收录在第 124—126册中；其余 82
件为后期收购或由社会人士私人收藏者

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其中有 16件
为残片[ 7]。
网站公布和目录中公布的差距甚远，应当说，

网站公布的可能是属于“国际敦煌项目”范围内的
全部馆藏，而目录公布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
敦煌遗书》中收录的部分。

2.甘肃各地收藏（3410 件）
藤枝晃于 1966 年发表《敦煌写本概述（The

Tunhuang Manuscr i pt s : agener al descr i pt i on）》，
追踪了藏经洞流出的其余敦煌藏文写本。他写道：
“直到 1919年，甘肃地方官府听到有一游客买到了
很多藏文佛教经典后，便派手下的督察员深入实地

进行查验。督察员在那座三层建筑南侧的佛窟中，
找到了 94捆重约 405斤的藏文卷轴写本，以及重
1744 斤的 11 套夹在木版中的纸本。他留下了 90
捆，并且把 3捆卷轴本和 10套贝叶经迁移到敦煌
的一所学校，只将 1 捆卷轴和 1 套贝叶经带往兰

① 萨维斯基（Lev S. Savi t sky）之著亦作《列宁格勒东方学研

究所收藏的敦煌吐蕃文献》（Tunhuang Ti bet an manuscr i pt s i n

Col l ect i on of t he Leni ngr ad I ns t i t ut e of Or i ent al St udi es）。

② 见中国国家图书馆 I DP 网页：ht t p: / / i dp. nl c. gov.

cn/ pages / col l ect i ons_ch. a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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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保存在省图书馆中。这里再强调的一点是，敦煌
留存写本的重量可能要超过 1吨，毫无疑问要超过
任何其他各处的藏品数量。”[ 8]

1978年，黄文焕发表了甘肃省藏敦煌吐蕃文文
献的调查结果[ 9]①。总计敦煌县文化馆（现敦煌市博
物馆）、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酒泉县文
化馆（现酒泉市博物馆）、张掖县文化馆（现张掖市
博物馆）、武威县文管会（现武威市博物馆）、兰州图
书馆（应为甘肃省图书馆）的总藏量达到 10000 件
之多②。
自 2004年以来，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对甘

肃省内各地所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藏文文

献重新进行了调查、整理。目前所知甘肃省敦煌市
博物馆收藏 2890 件③，甘肃省图书馆 351 件，敦煌
研究院 76件，甘肃省博物馆 36件。另外在甘肃省
张掖博物馆、高台县博物馆、武威市博物馆、酒泉博
物馆、敦煌市档案馆也有少量藏品，甘肃省各地收
藏敦煌藏文文献共计 3410件[ 10]。也许是敦煌研究
院调查范围仅限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或其
他原因，其最终统计数字和黄文焕的调查差距较

大，和藤枝晃认为的仅在敦煌就有“一吨以上”的差
距更大。由此可以推断，除了损坏以外，还有不少流
散于民间或者转移到其他公私藏家。

3.台北“中央图书馆”（5 号）
其中《大乘无量寿宗要经》4件和敦煌地区“寅
年”藏文帐目 1件[ 11]。

4.国内其他散藏（28 件）
根据黄维忠调查，国内还有上海博物馆 2 件，

北京大学图书馆 3件，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6 件，上
海图书馆 8 件，浙江省博物馆 6 件，中国书店 3
件。以上是根据已经出版的数量统计[ 7]。其中既有
独立的藏文写卷，也有附写在汉文文献卷页上的

藏文题记。
综上所述，按照比较保守的统计，敦煌、西域传

世的吐蕃文献，总量约为 18234 件，其中国外部分
8413件，国内部分 9821件。由于各种原因藏之名山
不为人知的实际总量将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这样，
我们就大体了解，吐蕃时期遗留的藏文写本大致有

20000件以上。
关于藏品的“件”和“号”，是不同的、有时重叠
的概念。一个编号也许包括了很多件(页)，也许只
包括了 1件。而各家著录用语的语义不尽相同，所
以最终的统计数字仍然不能确定。

所有这些敦煌、西域的吐蕃文献，应当作为一
个整体来看待、研究。包括来源于敦煌和来源于新
疆的文献的关系，英国藏品和法国藏品的关系④，国

外和国内各藏馆藏品之间的关系，单行佛经和大藏

经的关系，吐蕃文献和藏经洞汉文文献的关系以及

和同期回鹘文、西夏文的关系；从时间序列来看，则
应包括前弘期和后弘期文献的关系，敦煌、西域（北
朝到宋代）和黑水城（西夏到元代）文献的关系，碑

铭、简牍和写本的关系，等等。所有错综复杂的关
系，共同形成了我们引以自傲的悠久历史、多彩文
化。所有关系的核心则是这批藏文文献，无论从内
容、规模、形式，都是世界罕见、中国独有的。

二 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的多元文化

内涵和学术价值

（一）历史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

首先，敦煌西域藏文文献记录了一个特殊的年

代。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形成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
（786—848）前后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藏语人群
所延续。
随着公元 838年至 842年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

的灭亡，吐蕃王朝崩溃，进入了将近百年的混乱和

黑暗时期。这期间虽然在西藏的边远地区，“毁佛灭

① 1978年，黄文焕调查结果如下：敦煌县文化馆（现敦煌市

博物馆）贝叶经 8780件、卷轴 224件；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

研究院）贝叶经 42件、卷轴 43件；酒泉县文化馆（现酒泉市博物

馆）卷轴 19件；张掖县文化馆（现张掖市博物馆）卷轴 1件；武威

县文管会（现武威市博物馆）贝叶经 7件；兰州图书馆（应为甘肃

省图书馆）贝叶经 1117件，卷轴 30件。
② [英]散·冯·谢克（Sam van Schai k）著，杨富学、许娜译

《中国收藏的敦煌吐蕃文文献》，译自《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

院刊》( Bul l et i n of t he School of Or i ent al and Af r i can

St udi es ) 2002年第 1 期第 129—139 页，原刊《陇右文博》2007

年第 2期。

③ 黄维忠称敦煌市博物馆有 6134号。国内敦煌藏文文献

收藏总量为 7092件，见[ 7]。

④ 比如 A. 麦克唐纳与今枝由朗编《敦煌藏文选集》（Choi x

de document s t i bét ai ns conser vésà l a Bi bl i ot hèque

nat i onal e: compl ét é par quel ques manuscr i t s de l ' I ndi a

of f i ce et du Br i t i sh Museum, par A. Macdonal d et

Yoshi r o Imaeda），其全名作《（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献

选并以印度事务部和大英博物馆所藏文献补充者》，已经缀合了

法国、英国的部分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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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号令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从卫藏地区
逃逸的僧人，继续在中心地带以外的地区进行佛事

活动；许多佛教经典被藏匿而逃过劫难。但是，从整
体上来说，创建于 7世纪而仅历百余年的年轻的藏
传佛教，毕竟经受不起这种强力的摧残而濒临灭

绝。到了公元 11世纪时，藏族社会逐渐得到安定，
佛教开始在西藏复兴。宁玛、噶举、噶当、萨迦等派
迅速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佛教经典的翻译、搜集
和整理，使藏传佛教的文献得以重建。
围绕“灭佛”事件的劫难，藏传佛教经历了以此
为界的“前弘期”和“后弘期”。其中出于敦煌、西域
的材料，大多属于吐蕃佛教的前弘期，在朗达玛灭

佛毁佛之前，是中古民族文化兴废继绝的重要文

献。敦煌藏文文献的形成时代主要在“前弘期”，甚
至有些文献可能与吐蕃王朝建立、吐蕃文字创制的
时间相差不远，至少说除唐代的会亲和盟碑以外，

是最早的藏文史料。其中如《吐蕃王朝编年史》、《大
事记》、《于阗国教法史》等，其详尽、全面远远超过
以简洁为主的碑碣铭文，为研究中古西藏历史文化

提供了准确精详的信息。
由于“前弘期”基本文献资料的缺失，主要形成
于元代的许多西藏历史的著作，比如最为著名的

《青史》、《布顿史》、《贤者喜宴》等著作，都相对缺少
对于“前弘期”政教社会的记述，时时陷入浪漫的讴
歌或者神异的传说。现代治西藏史者，也由于缺少
可靠的文献资料，经常只能以简约而空泛的文笔来

带过“前弘期”的历史真实。而敦煌、西域以及藏区
出土的“前弘期”的史料特别是碑铭、官私文书、简
牍、信函、契约等，是当时藏汉官方和民间的真实记
录，显然比元代形成的即使是最经典的历史书籍甚

至所谓“正史”要准确得多。
当时官方文书以藏文为主，许多日常公文和记

载都以藏文为主。例如：P. t . 1089是 5份关于职官、
品级、人事安排方面官方档案文书的登录文件，印
证、澄清了《唐蕃会盟碑》参盟官员的品级记录和两
《唐书·吐蕃传》中关于吐蕃职官制度的记录，可以
比较清楚地辨析吐蕃的职官系统主要分为中央和

地方两大体系。中央官员之贡论系统，主管议政、判
事和主兵；囊论系统执行诏命、财政、统计、民事以
及王室的生活供应(行政)；喻寒波系统管辖审议、
纠察和司法。地方官员有总管型的“节儿”(或称“节
度使”)、观察使，也有负责具体民政事务的营田使、
水监、税监等，还有主管军政事务的镇守官、都督、

军官等。
从敦煌文书的许多材料看，吐蕃军队在占领

河、陇一带后，在军职“东岱”下，又分出了若干
“将”。将设将头(见 S. 4577)，每一部又左右各十将
(见 S. 3387)。早期的氏族组织与军队结合起来，成
为吐蕃很有特色的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部落联盟，

由这些军事部落组成的吐蕃军队，十分强悍、所向
披靡，甚至于唐代宗广德元年( 763)一度入据长安。
至今已经逐步披露的一些重要材料，对于研究吐蕃

占领期间的政治事件、军事组织、行政管理等都有
重大的突破。
以王尧、陈践先生译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

书》的各个版本的递进研究而言①，其资料的确凿
和研究的深入，是后弘期形成的史学论著远无法

企及的。
又如围绕“吐蕃僧诤记”专题开展的讨论，由于

汉文文献保存得不完整，藏文文献就成为补正勘谬

的主要依据。比如：有关摩诃衍的汉文文献只有《顿
悟大乘正理诀》( P. 4646、S. 2672)，其余均为藏文文
书。有关摩诃衍禅师的藏文文献有 P. t . 823、P. t .
827、P. t . 21、P. t . 116、P. t . 117、P. t . 468、P. t . 709 七
件。其中的 P. t . 823、P. t . 827、P. t . 21三件文书经
原田觉、冲本克己、上山大峻等人考证，是敦煌汉文
本《顿悟大乘正理诀》的藏译本，其内容只有汉文本
的“旧问”部分。P. t . 21上有《不观义》的题目，但内
容则是《顿悟大乘正理诀》的提要。这 3件文书的个
别内容为汉文本中所无，因此可以直接弥补汉文本

之不足。
日本学者认为：敦煌藏文禅宗文献大部分应

是在吐蕃占领敦煌的 786 年至 848 年这 60 年间
完成的。786 年，摩诃衍从敦煌到西藏，792 年至
794年在拉萨桑耶寺与印度佛教展开辩论。这些禅
宗文献恐怕是为这次辩论而准备的材料。将汉文
禅宗文献译成藏文，也是为了在西藏与印度佛教

进行辩论。从藏译的情况看，只有少数文献使用了
《翻译名义大集》中的词语，该书成书于 814 年，因
此，可以说敦煌的藏文禅宗文献基本上译于 814
年以前。这些材料从藏文角度补充了汉藏僧诤的
完整背景，使得其历史真相以前所未有的明晰程

① 此书的第三版为“庆贺王尧先生八十华诞”专集，用汉藏

双语出版，更名为《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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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呈现在人们面前。
藏文文献表明，藏族学者从汉籍中翻译了许多

儒家典籍，尤其是编纂了一些藏汉对照的词典，比

如《翻译名义集》等，在一些重要经卷、赞颂或者童
蒙识字课本中都标注了藏文音译。藏文文献中还有
不少西藏苯教或者萨满教的写卷，也有涉及民族、
民俗等日常生活的文书；尤其是保存了大量当时流

行而后弘期已经湮没的密教典籍。这些材料对于 9
世纪以前藏汉等民族文化的交流渗透、藏传佛教的
早期形成、中原和印度教派的论诤、藏汉佛教文献
的互相转译和相互影响等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

的原始资料，是我们研究西藏文明史、汉藏关系及
吐蕃统治时期各个方面的主要参考文献。这些材料
和后弘期流传至今的藏文文献虽有联系，但却有着

后者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吐蕃文字书写阅读方向和汉籍不同，吐蕃造纸

的形制和汉籍不同，因此，吐蕃的图书装帧形式也

表现出相较于汉籍的多样性。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
藏藏汉对照词典，采用的是类似于旋风装的形式，

许多梵夹装的经典用细绳缝纫串联，粘叶装也很早

出现在藏文写本中等等。很难说多样化的装帧形式
中是谁先谁后。但是书志学的一些问题难以破解，
不妨从多民族文化影响的角度去进行考察。
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史料价值是多元的、丰富

的。随着我们对这些文献研究的深入，其价值会以
日益灿烂的面貌发掘出来。对此，可以说怎么估计
都不会过高。
（二）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和藏学文献的

出版。整理出版流失海外敦煌藏文和其他文种如回
鹘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等文献资料，更
有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意义。
敦煌西域的古藏文文献，记载了汉藏文化交流

的悠久历史。这种交流是通过战争与和平的形式、
世俗和宗教的媒介，或急风暴雨或润物无声地进行

的。历史通过碑铭、简牍、文书、写经等等，重构了中
世纪汉藏民族的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对于国家认

同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藏民族吐蕃时期开始有文
字记载的史料的研究，可以充分论证西藏自古以来

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

要成员；西藏和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
双向交流和学习，是藏汉民族关系的主旋律。
藏文典籍在现存中国各民族文献中仅次于汉

文而居第二位。英、法藏藏文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
价值和出版价值。英藏敦煌藏文文献与法藏敦煌藏
文文献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相映生辉，是中华民族

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体上说，同宗
同源的材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只有完整发表，才
能促成、促进完整的材料驾驭。从更广泛的意义来
说，藏经洞的藏文文献，和与之数量相当的汉文文

献以及其他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等文种
的材料来说，也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和相关的系统。
所以，只有发表公布所有的材料，并且使得各文种

的研究都达到相当的水准以资相互证明、相互沟
通、相互促进，敦煌和西域文献的价值才真正能得
到完整的体现。
由于种种原因，敦煌和新疆出土的藏文文献分

散流布于世界各地，为完整、系统研究这些材料带
来了很多困难。欧洲和日本学者得地利、人和便利，
做了不少比较、缀合、研究的工作，在古藏文和吐蕃
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领先地

位。首先是英国学者编撰了《敦煌吐蕃社会历史文
书》，法国学者撰写了《吐蕃僧诤记》，编写了《巴黎
法国国民图书馆敦煌藏文文献注记目录》，日本学
者编写了《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藏敦煌藏文文献
目录》。70－80年代今枝由朗和麦克唐纳夫人出版
了《敦煌藏文社会历史文献》2册，以法国收藏为主，
包括少数大英图书馆所藏，这个选本成为国际研究

的基础资料，但是所收主要限于历史方面。
从 3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的研究，依靠不完整

的缩微胶卷和外国出版的资料，或是在阅读机上对

缩微胶卷进行仔细的辨认，或是按照西方学者已经

发表的编号进行比对；少数专家有机会奔走于欧洲

各家藏馆之间，主要忙于材料的采集而无暇深入进

行学术研究。直到 80年代方进入一个研究高潮，出
现了可以与西方学者相媲美的力作。前辈学者很少
能够亲临观摩，而今以法藏、英藏材料的出版为标
志的流散吐蕃文献的全面出版，是继敦煌汉文文献

之后最大宗的流失海外文献的出版，将基本终结学

术研究初期的“材料学”阶段，使得无数的藏学和历
史学专家，可以不出家门而伏案工作。这将为中国
藏学研究的振兴和各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最直接

最根本的资料。
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挖掘、整理出版流失海外

或者濒于灭绝的西藏历史文化资料，整理出版流失

海外的藏文文献，是重大的传统文化保护工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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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以展示我国对西藏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政策，

有力反击境外反华势力、分裂主义分子在西藏传统
文化保护方面对我国的污蔑和不实之词，而且涉及

领域广阔，远远超出佛教范畴，有大量的社会历史

文书，尤其对于早期西藏历史、吐蕃与中原关系史
等方面的研究更是最早最直接的资料。我们特别期
盼分藏于世界各地的总量约 20000 件的吐蕃文献
都有机会整理出版，化身数百，不仅是藏汉先民创

造辉煌文化的荣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对全人类历

史文化的重大贡献。

三 海外藏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整理出版

从西方着重于文字学、语义学的传统来说，民
族古文字资料研究一直是热点，藏学研究甚至比汉

学研究更为热门。将全部法藏藏文文献整理出版是
我国几代藏学专家梦寐以求的大型文化工程。时至
今日，具有主体意义的英国、法国敦煌吐蕃文献的
全部整理出版，既已到了急迫需要而尚未有人着手

进行的时刻，又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最重大的学术

契机，历史呼唤我们来承担这项重大使命。
西北民族大学建校伊始，就十分重视藏学研究

和人才队伍的培养，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自 2005年
起，西北民族大学同时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

家图书馆联络，得到了两国图书馆中国部负责人吴

芳思和郭恩女士的支持。学校调集了藏学院和历史
文化学院的研究力量，吸收藏传佛教界人士，组成

了“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具体进行编纂工作。在
前人成果的支持下，进一步发掘和准确定位，进行

了更深层次、更完整的比定、编目和研究工作。与前
辈专家到外国图书馆查看吐蕃文献不同，作为新时

期、新条件、新技术下的研究者，以藏族学者为主体
的编纂人员，他们能够看到清晰的图版，察看遗书

的细节；可以利用电脑来检索、查阅资料；可以同时
调阅不同的遗书来进行比定。值得关注的是，研究
所的藏学研究人员，正在逐一考订英藏和法藏的每

一个藏文文献，包括子目以及零星的题记和残片

等，随着工作的推进，将会编制出一个最为完整的

目录。最终成果是以藏文、汉文双语定名的、完整收
录除简单重复以外的全部藏文文献的大型文献资

料丛书，在国内外都开创了先例。
早在 2006年 5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开始
出版并在兰州召开了发布会。与会的藏学研究专

家，大多数是首次看到长期流失海外的敦煌藏文文

献的清晰图版，因而为这批文献的完整出版前景而

鼓舞。王尧先生说，这是藏学研究的里程碑；今枝由
朗先生说，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至今《法藏
敦煌藏文文献》已经出版了 11册，《英藏敦煌西域
藏文文献》也开始出版。流失海外最大宗的、最重要
的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资料，将通过中国学术界、
民族教育界的藏、汉专家的共同努力而得到完整出
版，这是足以告慰几代学术前辈梦寐之求而由我们

亲手实现的“千古壮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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